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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1807年开始的普鲁士改革以及随之而来的“复辟时代” ,改变了犹太人一体化

地获得解放的进程 ,并将他们推向了一条消解自身民族性 、个体化地适应市民社会的“同化”道

路。在半个多世纪里 ,普鲁士国家的官僚机构一直将他们排除在国家公职 、教育机构职业以及

传统职业之外 ,除非他们接受基督教的洗礼。因此 ,犹太人尽管获得了一种经济上的自身解

放 ,但并没有获得法律上的平等地位 ,因而这种“解放”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同化”都是不完全

的。1871年德帝国的建立 ,才为犹太人在法律上的真正解放开辟了新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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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人的解放”指的是作为德意志少数民族的犹太人从法律 、政治上摆脱对他们旧有的限制 。“解

放”与“同化”是两个有区别的概念 ,前者表达的是市民平等权利的法律范围 ,后者表达的是犹太人对德

意志市民社会的适应性。显然 ,惟有通过法律上的改革 ,才能为犹太人的社会适应创造前提条件 ,也惟

有法律上的真正“解放”才能达到社会上的真正“同化” 。本文将以早期普鲁士犹太人的社会状况为出发

点 ,来论述犹太人争取自身解放的尝试 ,并重点探讨 1812年《犹太敕令》的出台 ,以及“复辟时代”至德帝

国建立期间普鲁士政府的犹太人政策 ,最后讨论在“解放”与“同化”进程中犹太人的市民化问题。

一 、早期普鲁士犹太人的社会处境

在 16世纪兴起的驱犹浪潮中 ,勃兰登堡-普鲁士的犹太人曾在 1573年被“永远地”驱逐出境 。因

此 ,在这个德意志邦国里 ,犹太人历史上的新开端是以 1671年 5月 21日的《犹太敕令》为标志的。通过

这个敕令 ,腓特烈·威廉大选侯(1640-1688)接纳了 50 户遭受奥地利驱逐的犹太人家庭[ 1](P.132)。接

纳这批来自维也纳富裕的犹太人完全出于经济上的目的 ,因为他们曾每年为维也纳宫廷缴纳过 31000

古尔登的捐税[ 1](P.132)。接纳他们 ,自然能给此时正在奋发向上的勃兰登堡-普鲁士带来好处。

由于顾及到非犹太各阶层和各城市的态度 ,1671年 5月颁布的《犹太敕令》仍不允许犹太人建立自

己的教堂;在经济上 ,也惟有那些不是为基督徒专门保留的行业 ,才允许犹太人自由从事 。但是 ,为了加

强国家的经济实力和贸易活力 ,犹太人被“破天荒地”允许购买地产和房产 ,并被免除了过去那种通过边

界和城门时必须缴纳的歧视性“护送税” 。作为回报 ,这些“受保护的犹太人”每年必须缴纳 8塔勒的“保

护金”以及 1塔勒的“结婚税”[ 1](P.6)。

威廉大选侯的犹太人政策是为这一目标服务的:使勃兰登堡—普鲁士成为一个独立的欧洲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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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 ,他想通过一种给外来的犹太人带来好处的宽宏大量的移民政策来壮大普鲁士自身的财力。但是 ,

在威廉大选侯去世以后 ,尤其是在腓特烈·威廉二世(即腓特烈大帝 , 1740-1786)的统治时代 ,犹太人的

社会处境明显恶化。到 18世纪中叶 ,随着勃兰登堡-普鲁士疆界的不断扩展 ,越来越多的犹太人被纳

入到这个邦国的统治之下 。在新获得的区域里 ,犹太人中仅有职业者就达 60000名之多 ,但他们远不如

1671年接纳的那 50户犹太人富裕。因此 ,腓特烈大帝不再通过宽宏大量的移民政策与自由贸易特权

来增强犹太人的纳税力 ,而是通过日益增长的限制性政策 ,尽可能多地从他们手中榨取直接的捐税[ 1]

(P.136)。

在 1750年颁布的针对犹太人的《总规章》中 ,包括了以下三方面的内容:(1)阻止犹太移民的增加 ,

逼走贫穷的犹太人 ,尽可能在税收方面利用富裕的犹太人。(2)为了有利于行会中的基督徒市民 ,只允

许犹太人经营剩余下来的商业部门 ,信仰基督教的工商业者一旦要求从事某商业部门的活动 ,犹太人就

必须离开这个商业部门。(3)规定全体犹太教徒的连带责任制 。这种责任制导致了强制性的“犹太隔

都”的出现 ,它的最初目的只是为了征收保护税和其它捐税 ,后被扩大到犯罪行为 、窝藏罪犯 、破产 ,以及

仆人 、家庭成员义务等各个方面[ 1](P.66)。

以此为依据 ,腓特烈大帝时代的普鲁士 ,在犹太人问题上采取了国家限制与官僚主义控制的极端形

式。首先 ,减少每个犹太家庭的合法继承人。《总规章》规定 ,每个“正式得到保护的犹太人”只能“安排”

1个孩子作为继承人 ,而其他后代要么去国外 ,要么与一位“正式得到保护的犹太人”结婚 ,而在威廉大

选侯时代 ,他们是能安排 3个孩子作为继承人的[ 2](P.36)。其次 ,要求犹太人缴纳的款项不断增加。

1700年 ,勃兰登堡的犹太人群体总共缴纳了 3000塔勒的“保护税” ;而在 1768年 ,这笔款项总计已上升

到 25000塔勒之多。除“结婚税” 、“新兵税” 、“年历税” 、“教堂税”等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外 ,国家还经常

强制性地要求他们收购王室瓷器制造业的手工产品 ,这些瓷器要求犹太人以每件 300塔勒的价格收购 ,

但需他们自己到国外销售 ,其中的风险损失大约为 50%。因此 ,在所有柏林犹太人的住所里 ,都摆放着

那些销售不出去的与原物一般大小的瓷猴[ 1](P.137)。

在威廉大选侯时代 ,国家并没有对犹太人的群体生活进行干预 ,然而在 18 世纪 ,对犹太人礼拜活

动进行的监督和干预达到了极为严厉的程度 。例如 ,在柯尼斯堡 ,当局委派的检察官能列席犹太人的礼

拜仪式 ,犹太祈祷书也受到官方的检查 ,犹太人被强迫用修改了的祈祷书祈祷 ,甚至用德语祈祷 ,最后发

展到用柯尼斯堡大学神学系的新教教授们定期监督犹太礼拜仪式的地步 。官方宣称 ,这样做的目的在

于制止“每次对基督教的谩骂”[ 3](P.78)。

尽管如此 ,在这个“开明专制”的普鲁士国家里 ,仍然存在着犹太人参加德意志文化运动的机会 。不

少犹太人通过对启蒙著作的自学 、私人教师或者家庭教师介绍和指导 ,以惊人的速度进入到启蒙沙龙之

中。因此 ,随着贵族文化向市民文化的转化 ,出现了一个受过教育的犹太人阶层 。例如 ,著名犹太学者

摩西·门德尔松以及他的朋友们 ,通过启蒙思想家弗里德里希·尼科莱的介绍 ,认识了“狂飚运动”的领袖

人物莱辛 ,并接受了他的影响 。在柏林 、柯尼斯堡 、布雷斯劳 、科隆等普鲁士大城市里 ,赫里特·赫茨和拉

尔·范哈根等人组织的著名沙龙 ,已成为知识社交圈和政治社交界的聚会地点[ 4](P.127)。

启蒙运动的重要结果之一就是导致了作为犹太世俗化教育运动的“哈斯卡拉”(“Haskala”)的产生 ,

它以启蒙运动为基础 ,以追求解放为目标 ,并通过改变发型 、服装 、生活方式 、接受学校教育来努力达到

对社会环境的适应 ,因而导致了数量日益增多的犹太人向世俗教育和德意志民族语言文化的转向[ 5](P.

1197)。这种犹太人教育上的世俗化和市民化 ,为他们在 19世纪的“解放”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前提 。

二 、普鲁士犹太人争取自身解放的尝试

犹太人受歧视的社会处境唤起了启蒙思想家们的同情。普鲁士著名启蒙思想家 、王国枢密院顾问

克里斯蒂安·威廉·冯·多姆认为 , “犹太人的解放是符合国家整体利益的” 。1781年 ,他发表了《论犹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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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权状况的改善》一书 ,提出了“犹太人必须完全得到平等权利 ,他们有能力履行基督徒市民的义务”

的口号[ 6](P.110)。这部著作的问世虽引起了一场关于犹太人解放问题的讨论以及一种“必须改善犹太

人现状”的普遍情感 ,但在腓特烈大帝时代 ,国家没有采取任何措施。

1786年 8月 17日腓特烈大帝的去世导致了政府的更替。新国王威廉三世通过 1787年 2月 11日

的敕令 ,允许柏林犹太上层人士表达他们自己的意见 ,因此 ,1787年 5 月 ,他们提出了一份共同拟定的

呈文 ,其中表达了三点愿望:“1.废除强制性的`犹太隔都' 和连带责任制。2.向犹太人开放所有的商业

部门和职业。3.废除腓特烈大帝时代增加的所有经济负担 。”
[ 7]
(P.56)

当国王将这份呈文交给枢密院时 ,枢密院顾问们也明智地表示:“谋生手段受到强烈限制是犹太人

贫穷和受到民族损伤的主要原因。那种对犹太教经师的严密监控必须废除 。为了能召唤犹太人来保卫

祖国 ,必须进行一场关于犹太人法律的改革。”[ 8](P.45)1787年夏天 ,普鲁士政府开始探讨犹太人的兵役

义务与立法改革之间的联系问题。为此 ,枢密院成立了一个专门委员会 , 该委员会于 7月中旬提出了

一份名为《优先权与减轻负担》的纲要。纲要指出:“应废除强迫犹太人承担的连带责任 ,扩大犹太人所

能从事的职业部门 ,并允许犹太人服兵役。”但是 ,这些原则却受到许多特别规定的限制。例如 ,“惟有那

些祖辈已在商业领域里经营达三代之久的人 ,才能被允许进行自由贸易” ;再如 , “在有相当多的基督徒

生意人的行当里 ,对犹太人的开业禁令仍应保留” ;又如 ,“在发生经济犯罪时 ,犹太人必须缴纳两倍的罚

金”[ 8](P.49)。因此 ,腓特烈大帝时代的那种歧视性的管理政策仍被延续下来 。

直到 1789年 12月 ,柏林犹太上层人士才从国王那里得到这份纲要 ,他们当然大失所望 ,并认为“该

建议比迄今为止的状况还要糟糕” 。因此 ,他们坚决拒绝兵役义务:“为了我们的后代 ,我们没有权利接

受这些限制” ,并表示 , “如果这份改革提案不能从根本上得到改变的话 ,那么我们请求国王 ,让我们仍然

处于原来的状况之中” 。接着 ,他们表达了“一体化地获得普遍解放”的要求:“我们希望成为拥有与其他

臣民同样权利和义务的土著人 !我们不仅要求得到生活费用的新来源 ,而且要求看到我们市民荣誉的

确立 ,以及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代表机构。”[ 7](P.169)但是 ,国家当局却对犹太人的要求置若罔闻。

此后 ,犹太人又分别于 1795年与 1800年向国王提交了两份内容几乎相同的呈文 ,但在这两份相隔

5年的呈文中 ,他们不再提及像 1787年那样的解放要求 ,只提到废除连带责任制 。他们认为 , “连带责

任制中至少有四点是与作为所有国民法律基础的自然权利相背离的:1.整个犹太人群体为其中一个成

员的偷盗和窝藏罪承担责任;2.在破产嫌疑方面的连带责任;3.父母为其死去孩子的债务承担责任;

4.最年长者对`隔都' 内成员进行监督的责任”[ 9](P.106) 。但是 ,国家最高当局与司法部门认定:“犹太

人状况的每一种局部性改革 ,都会导致犹太人职业可能性的扩大 ,这必然会造成与基督徒人口新的竞

争 ,也必然会在基督徒人口中引起一种不满情绪。这种不满情绪有很大的危险性 ,必须加以避免。”
[ 8]

(P.69)因此 ,它们对犹太人的这两次申诉都严加拒绝 ,致使犹太人争取自身解放的尝试归于失败。

三 、1812年 3月 12日的《犹太敕令》的出台

1806年 10月 ,普鲁士军队在耶拿大战中遭到惨败 ,致使这个新兴的德意志强国陷于崩溃。根据

1807年 6月 14日的《堤尔西特和约》 ,普鲁士被迫割让一半领土 ,除东普鲁士外 ,所剩版图被法军长期

占领 ,直到缴纳完沉重的“占领税”。面临这场严重的国家危机 ,普鲁士官僚机构提出了改革战略 ,出任

首相的冯·施泰因男爵这样概括了这场国家改革的主要目标:“必须将这个`等级国家' 转变成一个统一

的国家 ,使这个国家的所有力量联合起来 ,从旧的障碍中解放其经济生活。”[ 3](P.231)

对 1807年的这场改革来说 ,最紧迫的近期目标就是:筹措拿破仑规定的高额占领税 ,使这个国家尽

快从“占领统治”下摆脱出来;在普遍义务兵役制的基础上制订一部新的军事法 ,为反拿破仑的解放战争

做准备。要实现这些目标 ,就需要一场广泛的社会改革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农民解放”的实施与新城市

制度的建立 ,因为惟有引入职业自由并奉行自由主义经济原则 ,才能有利于民族经济力量的增强。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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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问题上 ,当然是不能忽略犹太少数民族 ,尤其是那些城市里的犹太人的。这是因为他们有着巨大的商

业和金融潜力 ,并已经证明了自己是一个经济上特别活跃的集团 ,更何况人们还期待着能从他们中征募

到士兵。因此 ,解放犹太人的问题也就从改革事业的发展中不可避免地产生出来。

1808年 11月 20日 ,也即《城市管理条列》颁布的第二天 ,内务大臣冯·施勒特尔根据“平等的市民

权利同样也具有平等的市民义务”的原则 ,向国王提供了一份关于犹太人的全面改革的计划。他这样写

道:“必须首先瓦解犹太人村社 ,冲刷掉他们的民族性 ,不让他们建立国中之国 ,这关系到把金钱从他们

手中再一次交到基督徒手里。” 而且 ,他认为 , “从各行省中 ,至少能为军队征招到 50000犹太士兵 ,为保

卫祖国 ,国家不能放弃这部分犹太人”[ 9](P.201)。尽管这份计划中提出了“平等权利和平等义务”的原

则(如第 1 、8 、18条),但其中仍包括了大量详细而具体的限制性规定。例如 ,在市民生活方面 , “犹太人

将被排除在所有公职人员之外” ;在犹太人承担兵役义务上 ,严格规定了“在战场上逃跑时 ,他所来自的

那个群体将承担连带责任”
[ 9]
(P.244),并在职业自由以及地产占有权上做出了种种限制 ,因此 ,它仅仅

只体现了一种“不平等的平等” 。不过 ,由于 1808年 11月施泰因首相因外交事件倒台 ,这一计划并未能

变成法律 。

1810年 10月 ,哈登贝格继任首相后 ,继续着施泰因开创的改革事业。1810年年底 ,他让他的顾问

冯·劳默尔起草一份犹太人解放问题的改革提纲。这份内容达 13项条款的《关于犹太人未来状况的敕

令》突出了解放的原则 ,积极地表述了犹太人的新权利 ,仅仅只包括较少的特别规定 ,例如 ,犹太人需将

自己的姓氏改为德文姓氏 ,使用德文书面语 ,以及一些将犹太人从商业行当挤向其它市民职业的措

施
[ 9]
(P.332)。但是 ,司法部里的传统保守派们否决了劳默尔的草案 ,哈登贝格由于担心可能引起内阁

内部的一场分裂 ,因而将解放犹太人的问题暂时搁置起来。劳默尔对此不满地评论道:“司法部是从一

种不平等的平等原则出发提出异议的 ,看来却使首相完全背离了自由主义的目标。”[ 8](P.188)

事实上 ,哈登贝格首相不过采取了一种缓兵之计。事隔一年后的 1811年底 ,他与司法大臣冯·基尔

希埃森达成了一项妥协 ,由司法部的审理主持冯·普法伊弗尔来起草一份新法律草案。但是 ,由于这份

包括了 54项条款的新草案凸现了“不让犹太人介入国家事务”的真实意图 ,为捍卫自由主义原则 ,哈登

贝格亲自动手 ,删去了其中 15条最苛刻的限制。这份草案通过 1812年 3月 11日国王的签字而获得了

法律上的效力 ,并在第二天颁布 。到此时 ,犹太人才终于成为了“普鲁士国家公民”。犹太发言人用“真

正的忠诚和无条件的服从”这样的表白 ,对威廉三世表达了他们的感激之情[ 8](P.226)。

这部法律虽然宣布了“作为当地居民的犹太人与基督徒一样享有同样的市民权和自由” ,但犹太人

并没有获得完全同样的权利。正如这个《犹太敕令》中所规定的那样:犹太人虽然“拥有担任高等院校教

师 、中小学教师 ,以及担任乡 、镇地方性公职的权利 ,但不得担任国家公职(第 8 、9条)” 。当然 ,该敕令也

承认犹太人“拥有在城 、乡自由移民的权利(第 10条);占有地产的权利(第 11条);自由从事职业的权利

(第 12条);有服兵役的义务(第 16条);并享受婚姻自由 ,包括异族婚姻自由(第 17条);以及私人权利

上的平等(第 20条)” ;并宣布 ,“国家废除对犹太人所有的特别捐税(第 14 条)”
[ 10]
(P.45-48)。尽管这部

法律并没有包含有关犹太人社团与犹太人礼拜活动的规定 ,但是 ,犹太人现在已经能通过他们的合法方

式 ,间接地取消连带责任制以及那些强迫性的职能了 ,从而也使他们第一次获得了某种“真正同化”的可

能性 。

在普鲁士改革的进程中 , 1812年 3月 12日颁布的《犹太敕令》无疑标志着有关犹太人立法的建设

性高潮。尽管这部《犹太敕令》并没有直接达到犹太人完全解放的目标 ,甚至某些具体的限制和保留条

件还为“复辟时代”对它的部分废除提供了足够的依据 ,但决定性的突破仍然发生了 ,长期以来被迫忍耐

的“受保护的犹太人” ,毕竟开始朝着“信仰犹太教的普鲁士市民”的方向转化了 。因此 ,这是一部有未来

前途的法律 ,它同时也成为了德意志犹太少数民族“同化”的起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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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从“复辟时代”到帝国建立

1815年拿破仑帝国倒台后的“复辟时代” ,给普鲁士的犹太人带来了两个消极的后果:一是在法国

过去占领的普鲁士地区如莱茵兰 、威斯特法伦等地 ,通过《拿破仑法典》实现的犹太人市民权被强行取

消;二是 1812年《犹太敕令》中产生出来的权利在空间上和内容上都受到了限制 。

尽管维也纳会议最后决议中的第 16条规定:“为保持现状 ,在现今个别德意志同盟成员国里已得到

承认的权利中 ,(应该)坚持对(犹太教)信仰者的承认”[ 11](P.75),但普鲁士内务部于 1817年作出规定 ,

1812年的《犹太敕令》仅在老普鲁士 ,即勃兰登堡 、东普鲁士和西里西亚有效 ,而不适用于其它新省份。因

此 ,在这些总面积超过 1815年后普鲁士国土一半以上的新省份里 ,即从法国手中收复的失地和新扩张的

领土上 ,存在着 20多种地方性的犹太人政策 ,可谓五花八门 ,但无一不是限制犹太人获取市民权的。

惟一的例外出现在波兹南 ,1812年《犹太敕令》的部分内容被直接引入这一地区 ,是因为这里犹太

人口众多 ,必须推行一项对大量来自波兰的东方犹太人的“教育政策”。1833年 ,内务部颁布了一项特

别法令 ,根据这项法令 ,这里的犹太人被划分成两个等级 , “被授予国籍者”和“想要授予国籍而又没有获

得此项权利者”[ 8](P.247)。对于后者来说 ,他们只能享有少许的权利 ,然而“允许”他们不服兵役 ,作为

补偿 ,他们必须交纳作为特别税的“新兵税” ;对于前者来说 , 1812 年的《犹太敕令》基本上是有效的 ,但

他们没有自由的移民权。通过这样的限制 ,人们想阻挡住东方犹太人不可控制的向西迁徙浪潮。因此 ,

直到 19世纪中期 ,只有不足 20%的波兰犹太人成功地争取到了普鲁士国籍 。

这种法律状况的分散性以及统一犹太法的拖延 ,提供了一副令人眼花缭乱的画面 ,但这些防护性措

施的政治意图却是一目了然的 。尽管哈登贝格的改革为犹太人开放了经济之门 ,也为他们提供了一些

社会机会 ,但在允许犹太人作为市民担任公职 、参与国家管理等问题上是失败的 。对于“未改变宗教信

仰的犹太人”来说 ,那些真正代表国家尊严的部门是关闭的 。

直到 1846年 ,当自由主义者在各省议会中占据多数 ,并认为“犹太人的权利必须得到普遍贯彻”的

时候 ,国家立法者才于 1847年向新成立的普鲁士联合议会提交了一份统一的犹太法草案 ,但这个草案

中的内容与人们的希望仍然相距甚远
[ 8]
(P.248)。因为 ,根据这个草案 ,不仅所有地方和国家公职(包括

法官 、警察和行政职务)对犹太人关闭 ,而且连教育事务中的职业也不让“未改宗的”犹太人涉足 。只是

由于这个草案有着“立法上统一”的惟一优点 ,才使它在联合议会中获得了通过 ,因而引起了深感失望的

犹太人极为强烈的批评。

如果说这部法律阻碍了民族同化的继续发展 ,那么随即而来的 1848革命对此做出了反应。1848

年 12月 5日 ,普鲁士联合议会颁布的《特别宪法》 ,首先承认了“犹太人还缺乏平等地位”的状况 ,并宣

布 ,“所有的普鲁士人在法律面前都是平等的 ,没有等级特权 ,所有人都能平等地竞争公共职务”(第 4

条),“市民权和国家公民权的享有不依赖于宗教的信仰”(第 11条)
[ 9]
(P.521)。似乎犹太人在法律上的

解放已经完成。然而 ,在革命失败后 ,普鲁士于 1850年 1月 31日颁布的《新宪法》中 ,通过一项新条款

(14条),将普鲁士国家定义为一个“基督教国家” ,因此犹太人再次被排除在所有国家公职之外 ,甚至还

被剥夺了在联合议会中的被选举权 。50年代以后 ,普鲁士国家在犹太人政策上的结论仍然是:“同意犹

太人在工商业方面有充分的权利 ,但不给予他们各项公共职务。”
[ 11]
(P.237)公共事务参与上的限制还涉

及到中 、小学和大学教师的职位 ,这对于数量不断增长 、受过教育的犹太人来说当然是痛苦的 。因此 ,犹

太人被推向一种“非自愿的自由化”状态中 ,即他们要想成为完全意义上的国家公民 ,惟有改变宗教信

仰。

对这种犹太人特别法的清除发生在通向 1869年北德意志同盟的间接道路上。在《北德意志同盟宪

法》中做出了这种规定:“所有那些现存的 、因宗教信仰的差别而导致的在市民权和国家公民权上的种种

限制都将取消。特别是参与乡 、镇地方和省代表机构的资格以及担任官方公职的资格将不再依赖于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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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信仰。”[ 9](P.522)这种表述在 1871年的《德意志帝国宪法》里也未加改变地被接受了 。至此 ,法律上

对犹太人的解放才总算完成了 。

然而 ,这个进程并不是由普鲁士来推动的 ,而是由包括 30多个邦国在内的新帝国中的“上院和下院

的反对意见”来推动的。对于俾斯麦这位新帝国的宰相来说 ,帝国的犹太人问题只是一种政治机会 ,他

要想巩固其统治的合法性 ,必须选择这条通过上一级帝国立法的间接道路 。但是 ,普鲁士是这个新帝国

中最大的邦国 ,并领导着这个新帝国 ,因此它的官僚机构仍然能继续追求它的古老目标 ,这个目标就是 ,

在犹太人面前“保卫”这个普鲁士国家。

五 、总　结

追求解放的犹太人 ,其最初的目标是通过法律上的解放 ,一体化地进入这个市民社会。而 1807年

普鲁士改革中的那些改革家们要求的却是 ,消解犹太人的民族性 ,推动单个的犹太人适应这个市民社

会。因此 ,犹太少数民族也就不再有一体化地进入这个市民社会的机会了 ,只有单个的犹太人才能找到

走出“犹太隔都”之路的机会。

这种犹太人个体化的适应市民社会的“同化”过程 ,体现在三个方面:即通过财富 、教育和政治上的

作用来确立他们的市民地位。这意味着经济上得到保障 ,公共教育机构中获得学习与就业机会 ,以及对

乡 、镇地方和国家政治的参与 。

根据 1812年的《犹太敕令》 ,犹太人只有担任乡 、镇地方公职的可能性 ,却不能担任国家公职。这种

地方性公职与国家公职有着天壤之别 ,因为这种地方性公职人员是靠“自下而上的”选举来产生的 ,被选

出的代表在普鲁士政治中仅仅只具有较小的意义 ,而国家行政管理机构中的公职则是靠“自上而下的”

任命来产生的。因此 ,犹太人并不能够达到与基督徒市民一样的平等地位 ,他们是完全被排除在国家公

职之外的 。

犹太人遭受排挤的现象同样反映在市民教育领域方面。虽然 1812年的《犹太敕令》规定犹太人有

权担任高校和中 、小学教师 ,但在具体的实施中 ,只有在经过基督教的洗礼之后才有可能 ,因为在普鲁

士 ,教师同样属于国家公职人员。

受过教育的犹太人在毕业后也同样遇到了就业上的重重障碍 ,因为众多的传统职业仍然是以国家

颁发的许可证为前提条件的 ,这就导致了犹太人不得不以替代性的方式涌入到那些还残留给他们的诸

如医生 、律师 、作家 、报刊发行人 、编辑 、记者之类的职业领域中。因此 ,犹太人在自由职业中超比例的代

表性 ,成为一种奇特的社会现象。

仅仅在经济领域里才出现了一种真实的 、值得一提的犹太人自身解放的过程 。例如 ,在 1815年 ,

3/4以上的犹太人属于贫困线下的边缘人(贫困的小商贩 、乞讨者等)。到 1848年 ,超过一半以上的犹太

人已处于有保障的生活状况之中。而到 1871年德帝国建立之时 ,犹太人经济上的市民化过程已成功结

束 ,2/3以上的犹太人已经上升到上等和中等的市民阶层。对新移入的犹太人来说 ,小市民阶层(即下

等的税收阶层)只被看做是一种过渡等级(15%),而在下等边缘上 ,其人数不足所有犹太人的 5%[ 1](P.
159)。而且 ,犹太人在现金交易和银行交易中 ,在大宗贸易和店铺贸易中 ,以及在商业性的职员职业中 ,

或是居于领导地位或是拥有超比例的代表 ,在零售业和工业中 ,犹太人也有强烈的代表性 ,相反 ,他们在

传统的手工业和农业中只占极小的比例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 ,恰恰是当局特别的排除政策 ,才把他们逼

入到这些新兴的资本主义行业中来的。

值得注意的是 ,犹太人个体化地进入这个新兴市民-资产阶级经济社会的进程 ,是完全不受各种政

治动荡 、革命和反动干扰的影响而向前推进的 。人们能将此归结为这种新的竞争性经济连续不断的大

踏步前进 。因为 ,即使在“复辟时代” ,也仍然保存了 1807年改革中的职业自由和自由竞争经济 。在这

种发展中 ,这个少数民族充分利用了他们所获得的机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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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 , 1807年开始的普鲁士改革以及随之而来的“复辟时代” ,改变了犹太人一体化地获得解放的

进程 ,并将他们推向了一条消解自身民族性 、个体化地适应市民社会的“同化”道路 。在半个多世纪里 ,

普鲁士国家的官僚机构一直将他们排除在国家公职 、教育机构职业以及传统职业之外 ,除非他们接受基

督教的洗礼。因此 ,犹太人尽管获得了一种经济上的自身解放 ,但并没有获得法律上的平等地位 ,因而

这种“解放”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同化”都是不完全的。1871年德意志帝国的建立 ,才为犹太人在法律上

的真正解放开辟了新的可能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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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Prussian Reform in 1807 and the Restoration Age changed the process of the Jew s'

integrat ive L iberation.And it also pushed Jew s into an assimilative w ay , which dispelled their nationality

and forced them to be personally adapted to the civilian society.In more than half a century , the

bureaucratic apparatus of Prussian countries refused them to enter the national public employment ,

educat ion organizations and some tradit ional professions , except that they had received the baptisms of the

Christ ian relig ion.As a result , although the Jew s had liberated themselves in economy , they didn' t have

the equality in law .So this kind of liberation and the related assimilation were not complete.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German Empire in 1871 provided the new possibility for the real legal liberat ion of the

Jew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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